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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用行为经济学应对不确定性： 
拓展有效助推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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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提出了决策中不确定性的五种类型及其行为学和心理学的应对机制：用简捷启发式替代加权求和应

对信息不确定性, 用直觉应对认知不确定性, 用价值观预测选择偏好应对行为不确定性, 用决策参照点的权重替

代概率应对结果不确定性, 用时间换时间以降低延迟折扣应对未来不确定性。新行为经济学应当通过“为什么”
的功能性分析, 找到行为助推的心理杠杆。化解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行为助推; 化繁为简是行为助推的

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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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  B849; C934; C935 

1  现行的行为经济学及其助推功能
的局限性 
行为经济学对人性有三个基本的假设：有限理

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塞勒和桑斯坦(Thaler 
& Sunstein, 2008)在合著的《助推》(nudge)一书中

指出, 人们常常依据直觉做出决策, 因此经常会出

现系统的理性偏差。书中列举了消费者的多种“愚

蠢的错误”, 进而主张通过助推式的公共政策和企

业管理上的干预来降低和纠正消费者非理性的决

策和消费行为。助推试图通过了解行为的心理学机

制, 以非强制性的小措施影响和改变大众的决策行

为; 从而在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的基础上, 对降低

冲动性、提高理性消费起到助推作用。塞勒认为应

用助推的方法可以提高政府对市场的管理效率。因

此, 助推是塞勒等一部分行为经济学的研究者为减

少非理性的决策行为而提出的非强制性的心理干

预方法。 
塞勒获得 2017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使得行为经

济学再度获得学者与公众的高度关注。然而, 并非

所有的助推策略都是有效的或是有长效的。作者认

为, 能够以小拨大的主要助推机制有二：一是化繁

为简, 二是以心理为杠杆。化繁为简后, 才能有效

地降低不确定性, 在认知上才能举重若轻。以心理

调节驱动行为, 才能得以化解行政管理的粗暴与僵

化。本文着重探讨通过行为与心理干预化繁为简、

降低不确定性的行为助推机制。 
对于行为经济学或者说是塞勒流派的行为经

济学, 一直存在着两类批评。第一类批评认为助推

的理念错误地提倡政府对个体行为的干预, 违背了

美国推崇个人自由的核心价值观(Goodwin, 2012; 
Pykett et al., 2011; Wallace-Wells, 2010)。对此, 桑

斯坦在其《为何助推》一书中对这些批评进行了总

结归类和答复(Sunstein, 2014)。他认为, 虽然传统

经济学认为自由市场是最好的经济型态, 因为每个

人都会理性地做出最好的选择。但是实际上人们经常

做出错误的决定, 导致“行为性市场失灵” (behavioral 
market failures)。在这样的情况下, 桑斯坦认为政府

应当适时出面干预和补救。这种政府的干预应当建

立在决策心理学对非理性行为的影响因素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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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了解之上。桑斯坦把推行这类政府干预背后的理

念称之为“自由主义家长制”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把因此而产生的助推定义为一种“软性干预”或“软

式管理”。塞勒和桑斯坦等人的助推理论认为, 因为

人的理性有限、意志力有限, 因此自由选择的结果

常常是次佳或是低效的。这种非理性的自由选择需

要有人来予以纠正, 而能够对市场进行最有效的规

范的自然是政府。因为政府的职能本来就是管理与

干预, 如果政府缺乏对市场行为的了解, 只能使政

府的干预变得更加随意和低效。 
对于行为经济学和助推策略的另一种批评来

自于对人类决策理性的不同理解。行为经济学用以

评估行为是否理性的标准也许并不合理(Gigerenzer, 
2015; Mols, Haslam, Jetten, & Steffens, 2015)。基于

进化适应性和生态理性的观点, 人的决策理性是有

限的, 不仅受制于认知的局限, 而且受到决策环境

的限制。但是, 决策者不是被动的而是能够通过对

于自身认知局限的了解和对任务环境规律的把握

做出有效的适应性决策(Gigerenzer & Selten, 2001; 
Simon, 1956, 1990; Wang, 1996, 2008)。因此, 生态

理性的模型摒弃了行为经济学对人性的三个基本

假设(有限理性、有限意志力和有限自利)中的后两

个假设, 并对第一个假设进行了修正。根据这种观

点, 单纯的行为助推只是影响了行为的表面而没有

涉及行为的本质。助推不是教育 (Nudging is not 
educating), 因此无法真正改变人的行为(Gigerenzer, 
2015)。助推在暂时抑制了某种行为之后, 甚至可能

最终导致该种行为的反弹(Mols et al., 2015)。塞勒

式的助推也许对人们的外在动机(incentive)产生了无

形的影响, 但对人的价值观和内在动机(motivation)
没有做出改变。 

多数基于功效(utility)分析和概率计算的决策

理论和模型, 包括行为经济学的模型, 并不考虑行

为的功能性和适应性; 而是试图穷尽所有的相关因

素, 进而依赖于加权、概率和理性逻辑原则进行决

策。这里的理性原则强调的不是决策线索的生态信

效度, 而是逻辑上的“一致性”。比如, 根据传递性

(transitivity)原则, 对于选项 A、B 和 C, 如果一个

人的偏好顺序是 A > B, B > C, 那么这个人必然有

A > C 的偏好。功效计算中最常用的原则是“加权求

和”。加权需要对所有可能的结果赋予相应的概率, 
求和需要考虑所有有关的影响因素和线索。这种非

功能性的分析, 使得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决策模型变

得越来越复杂。这种复杂性並不是因为模型基本思

路的繁冗, 而是因为这种依赖于精确概率统计的决

策模型在面对无法用概率描述的不确定性事件时

往往变得捉襟见肘、无能为力。 
综上所述, 现行的行为经济学及其助推理论用

以衡量决策行为的仍然是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原则。

然而, 决策的偏差和非理性也许是人类长期进化的

适应机制与现代市场环境两者之间的不协调造成

的。因此, 要真正理解人类的决策行为就需要了解

决策的功能性和适应性。现行的行为经济学模型的

另一个局限在于依赖于概率模型评估决策行为, 缺

乏对不确定性的考量。本文通过下面的“火鸡的故

事”揭示概率模型无法有效地应对不确定性, 进而

提出了对五类不确定性的应对方法。作者认为, 化

解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行为助推, 同时也

为进一步拓展现行的行为经济学及其助推的范畴

提供了方向。 

2  火鸡的故事——概率统计学决策
模型的困境 
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其《哲学

的问题》(1957)一书中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在一个

农场里, 有一只会进行归纳推理的聪明的火鸡来到

世上。一个农夫出现在它的生活中, 火鸡担心农夫

会杀了它 , 但是农夫不仅没有伤害它 , 还喂它食

物。头几天, 火鸡并没有放松警惕, 它依然担心农

夫会对它不利。然而日复一日, 每天上午九点钟农

夫都准时来给它喂食。就这样, 这只火鸡积累着它

对喂食的观察, 并更新着它的概率预测。根据火鸡

收集到的不同情况下的大量观察数据, 农夫不会杀

它而会给它喂食的概率在一天天地增长。如果同一

件事之前发生过 n 次, 那么这件事再次发生的概率

为(n + 1)/(n + 2)。也就是说, 第一天过后, 农夫第

二天还会喂它的概率是 2/3。第二天过后, 概率增长

为 3/4, 以此类推, 喂食的概率一天高于一天, 而它

被杀的概率则越来越小。当然, 这只聪明的火鸡也

可以进行贝叶斯概率分析。无论运用何种统计方法, 
到了第 100 天, 这只火鸡几乎百分百地确定农夫不

会杀它 , 而会再来给它喂食。然而残酷的现实是 , 
这天正是圣诞节的前一日; 就在这一天的早上, 农

夫把这只火鸡抓进了厨房, 然后砍下了它的头。 
可见, 这只火鸡没有弄清楚不确定性世界与可

用概率预测风险的世界存在的差异。这种将不确定

性与已知风险的情形相混淆的问题也被称为“火鸡

困境” (Gigerenzer, 2014)。“风险”并不等同于“不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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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 (Knight, 1921)。我们没有办法预知未来, 从

而不可能精准地量化概率。风险可以量化, 但不确

定性是无法量化的。对于可能结果的统计分析只能

基于已有的数据, 但是过去往往并不能告诉我们未

来是什么。 
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 , 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 , 

当一个决策有了结果 , 不确定性就自然变为确定

性。决策者于是又开始面对新的不确定性。这个过

程不停地在概率标尺的两端转换, 而没有明确的中

间值。个人和组织的决策都有一个从不确定性到确

定性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发生过的是确定的, 未来

的是不确定的; 记忆里的是曾经的不确定性, 面对

的是要化解的不确定性。人类认知功能的一个重要

任务就在于降低不确定性。  
长期以来火鸡困境一直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思

路下发展出的各种期望加权的风险决策理论一致

认为, 个体对于决策结果及其概率的估计是可靠的, 
人们可以通过计算不同选项的效用值(一个选项可

能的几种结果的效价与其概率乘积之和), 并根据

效用最大化的原则理性地选择出最优的选项。在过

去的一个世纪中, 在现代统计学的基础上发展出的

决策理论模型大多需要对各种假定的结果赋予具

体的概率估值。这些模型奠定了包括现代宏观经济

学、金融学、决策支持系统、企业管理研究以及风

险管理的基础。但是, 人类所处的现实世界中, 事

件的发生往往既无精确的概率可依, 又不符合统计

学的归纳性推论。 
因此, 我们需要对“火鸡困境”的启示做进一步

的分析。我们可以想一想, 除了上帝之外还有什么

能够帮到这只善于推理的火鸡？有什么认知机制

可以帮助它较好地预测未来？统计在这里并非无

用。无用而有害的是只关注结果的概率而忽视了农

夫的动机和火鸡对于农夫的功用。对于那只火鸡而

言, 精密的贝叶斯概率在更新到第一百天的时候彻

底失去了意义, 因为这种统计分析对于生存不仅无

益而且有害。然而, 在这 100 天的生命中, 这只火

鸡也许有幸生活在火鸡群体之中。作为一个社会动

物 , 它可以获得与动机和功用有关的信息。比如 , 
有多少只火鸡被抓走？这些被抓走的火鸡之中, 有

多少只火鸡是有去无返？它们一般是在多大的时

候被抓走的？也许它会发现, 所有被抓走的火鸡都

是有去无回; 而它们一般是在 100 天前后被捕的。

了解了这些信息之后, 这只火鸡也许会对自己的生

存状态做出与经典的贝叶斯概率不同的判断, 进而

做出不同的决策。 
重要的是, 想要获得对上述问题的答案并不困

难 ; 需要的只是从简单的自然抽样中获得几个频

数。比如, 12 分之 12 (12 只被抓走的火鸡, 一只都

没有回来); 或是 12 分之 10 (12 只被抓走的火鸡之

中有 10 只是在第 100 天前后被抓走的)。那么, 这

只火鸡在 100 天前后被捕的可能性很高, 而一旦被

捕, 回家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因此, 一只智慧的火

鸡可能会摈弃使用贝叶斯概率更新, 而采纳自然频

数进行动机性分析, 从而决定在自己命断百日宴之

前逃离农场。 
由此可见, 应用概率分析的风险决策模型的一

个重大缺陷在于这些模型只关注了相关性而不是

因果关系。也就是说概率依赖的是经验的归纳, 分

析的是“什么”的问题, 而不是“为什么”的问题。我

们只有了解“为什么”, 才能够从纷繁而瞬息万变的

不确定性世界中找到相对稳定和长期的预测变量。

如果决策结果的概率难于预测, 我们可以另辟蹊径, 
从对人和人性的分析入手。新行为经济学首先需要

了解的是决策对象的动机及其背后的价值观。行为

科学和心理学对化解不确定性的贡献应该在于提

供对于行为的动机和功能性的分析。然而, 现行的

行为经济学赖以判断行为是否理性的原则就像是

罗素的火鸡所用的统计学原则, 两者都只关注了相

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 没有对行为的终极缘由进行

探索, 没有问“为什么”的问题。因此, 行为经济学

对决策理性的定义需要进一步扩展, 进而包括生态

理性和社会理性。理性不是真空的, 衡量决策质量

的原则首先要符合人性才能是理性的。仅仅存在于

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真空的理性人是没有血缘、种族

或任何社会联系的孤立个人, 而且是一种对相关信

息无所不知的理性人 , 活动在一个没有制度限制

的、零交易成本的世界中。这种真空式的理性在面

临认知局限时, 或是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发生矛

盾时 , 往往左支右绌 , 无力应对(王晓田 , 陆静怡 , 
2015)。 

行为经济学能否帮助我们应对不确定性, 助推

能否举重若轻, 关键在于能否作用到决策过程的关

键环节上。本文对决策过程中重要环节上可能出现

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类, 并提出了应用行为经济学

的方法应对这五类不确定性的途径。五类不确定性

之间的关系是平行的, 可能分别或同时存在。这五

类不确定性发生在决策过程的不同节点上：从信息

的来源和获取到对信息的认知分析和判断, 再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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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为和策略的选择, 最后是决策结果以及决策的

跨时效应。 

3  五类不确定性及其应对策略 
3.1  应对信息不确定性——用简捷启发式替代

加权求和  
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中, 不确定性的一个重要来

源不再是信息的匮乏而是信息的过剩和信息的良

莠 难 辨 。 应 对 信 息 不 确 定 性 的 方 法 之 一 是 西 蒙

(Simon, 1956, 1990)提出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原则。

有限理性要求决策者既要在自身认知能力之内处

理信息, 又要利用任务环境的特性帮助决策。也就

是说, 既要知道自己的脑袋有几斤几两, 又要利用

环境中的天时地利人和。由于存在认知和环境的限

制, 决策者在评估各种决策信息和选项时, 所用的

就不再是最优化和最大化原则, 而是一种“满意原

则”。Simon 给这一原则冠名为“satisficing”; 这是一

个独创的词汇, 应该是 satisfactory 和 sufficing 的结合

体。在一个多变的环境中, 一旦找到一个既令人满意

又能达标的选項, 就应当不再犹豫, 立即选用。  
吉仁泽(Gerd Gigerenzer)等人提出的简捷启发

式是应对信息不确定性的又一途径。简捷启发式化

繁为简, 可以依靠生态效度高的单一理由做出判断

和决策。在众多的指标中只根据一个最有效度的指

标做出的选择并不亚于综合各种指标而做出的最

优化选择。单一理由决策的表现在不确定性高的环

境中, 往往优于功效最大化或是复杂的贝叶斯模型

(Gigerenzer & Gaissmaier, 2011; Gigerenzer & Selten, 
2001)。 

单一理由的决策可以使人们在面对复杂而紧

急的事件时做出迅速的判断和决定。比如 , 面对

911 的恐怖袭击美国领导人做出了快速的应对。美

国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遭到自杀式恐怖袭击。当天

早晨, 19 名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民航客机, 其中两

架飞机分别撞击了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的双塔大楼, 
两座建筑均在两小时内倒塌, 结果造成飞机上的所

有的人和在建筑物中的近三千人死亡。第三架被劫

持的民航飞机撞入了华盛顿特区附近的美国国防

部五角大楼。劫机者控制的第四架飞机在尚未坠毁

前正在向首都华盛顿飞来, 当时的副总统切尼在与

布什总统失去联系的情况下, 迅速地做出了允许空

军击落这架被劫持的民航客机的决策。很显然, 切

尼副总统没有时间进行复杂的运算与权衡, 做出果

断决策的单一理由应该是对国家安全的考量。 

用简单的启发式进行判断和决策可以有效降

低认知负荷并同时过滤掉复杂模型中由于各种参

数不准确而带来的信息噪音。“狗与飞盘”的例子很

好地展示了简单启发式对信息不确定性的有效应

对。捕捉飞盘涉及到一系列的物理因素和气象因素; 
风速、飞盘转速等等都会影响到结果。如果一个物

理学家将抓飞盘当作一个最优控制问题来研究, 那

么他需要理解和应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然而, 
尽管抓捕飞盘事涉复杂 , 但成功抓获还是很常见

的。一条普通的狗也可以完成这项任务, 甚至比人

类做得还要好。那么 , 狗能够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呢？答案是简单应对。已有的研究表明, 抓住飞盘

可以通过最简单的经验法则避开复杂的运算; 那就

是在奔跑时保证注视飞盘的角度基本保持恒定(参

见 Gigerenzer, 2014)。 
像抓捕飞盘一样, 运用简单的启发式也可以有

效地防范经济危机。我们在没有被不确定性的刀刃

割伤之前往往不知道它的锋利。2007 年从美国开始

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就是一个例子。

这场危机的一个起因是金融界用于风险控制和监

管的复杂模型的失效。依据传统决策理论建构的金

融模型的失效和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用

风险事件的概率定义不确定性。结果往往是, 每多

一个概率的估值 , 就使模型的运算中多了一份噪

音。而与其相乘的价格估值往往又无法反映真实的

效用变化。效用不同于价格, 往往不是线性的、序

数的或等距的。对于一家涉及众多投资项目的大银

行, 计算风险价值需要预测成千上万种参数, 这些

预测数据综合到一起会产生巨大的误差, 因而有必

要简化计算过程。近几十年来不断发展的复杂监管

体系不仅成本高昂和冗繁, 而且还无法有效地控制

危机。在充满变数的金融监管领域, 越简明可能越

好(Gigerenzer, 2014; Haldane, 2012)。 
3.2  应对认知不确定性——用直觉帮助决策 

不确定性还有其内生的来源, 人们有时并不真

正知道自己对不同目标和可能结果的赋值和权重

到底是多少, 到底孰重孰轻。这种赋值和权重在没

有做出决策之前很可能是飘忽不定的。所以, 对于

自身的价值与偏好, 往往是选了才知道。也就是说, 
人们往往不是知道了才选, 而是选了才知道。这一

现象对于行为经济学的一个启示在于, 对某种描述

性问题的一次性选择并不一定能够反映出决策者

稳定的风险偏好。我们需要关注一次性的决策和基

于经验的反复决策之间是否存在不同。比如, 对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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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性情景进行判断时, 人们往往过高估计不常见的

事件的发生概率; 而在通过对决策结果的反馈进行

判断时, 人们这往往过高估计近期事件的发生概率

(Hertwig, Barron, Weber, & Erev, 2004)。 
信息社会使人们的选择多样化, 繁多的诱惑和

选择使人们应接不暇。每种选择争相斗艳, 极尽所

能地获取消费者有限的注意力。每种选择的认知理

由都可以堂而皇之, 互不相让, 使得决策的主人沉

浸在思辨的迷阵中无从决断。信息社会中琳琅满目

的选项常常让消费者不同的想法打群架。有时只有

当真正做出选择后, 认知才能够更新升级。只有选

了才能真正知道自己内隐的偏好导向哪里。更通俗

地讲, 只有真的见到母亲和妻子一起落水了才会知

道想先救谁; 只有心里痛了才知道真正爱谁; 只有

被上了酷刑才知道会不会当叛徒。所以, 决策理论

依靠统计和权重计算出来的效用值往往是靠不住

的。 
在一个可以估算风险的世界里, 我们运用统计

思维就可以了, 但如果面对充满变数的世界, 我们

还需要被称作启发式的经验法则以及良好的直觉。

启发式应对的是信息的不确定性, 而直觉更适用于

应对认知的不确定性。启发式决策和直觉决策的一

个主要区别在于, 启发式是有清晰的认知步骤和程

序的决策工具, 而直觉决策则需要决策者在缺乏清

晰的认知判断时依靠综合感受做出决策。直觉不是

凭空而来的, 而是源于人类的进化和个人的经验。

在不确定性高、缺乏先例又时间紧迫的情况下, 甚

至可能没有一个最佳理由或线索可以依靠, 这时就

需要用直觉而不是理性分析做出决定。心理学家

John Bargh (2017)在其新书中列举了许多在潜意识

中依靠直觉解决问题的例子。比如, 在品尝和评价

不同的草莓酱的质量时, 人们凭感觉做出的快速评

判往往比仔细分析后作出的评判更加准确有效。 
人们常说的“靠谱”或“不靠谱”就是一种依靠直

觉做出的判断。对于不确定性环境下的方案, 尽管

没有任何概率的信息 , 人们还是会做出自己的判

断。比如, 对于一个方案, 人们经常通过直觉将其

定性为“靠谱”、“不靠谱”、“有戏”或“有点儿悬”。

在不确定性高的情况下, 直觉加上危机意识(底线思

维)使得有效的决策成为可能。含有危机意识的直觉

本身就包含了高生态效度的线索。所谓靠谱是凭着

直觉化解不确定性, 也可视为一种将不确定性向风

险性转化的启发式。如果一个预期结果听起来靠谱, 
也就意味着其可能性较高; 听起来不靠谱, 则意味

着其可能性很低。通过对一个方案的“靠谱”或“不

靠谱”的直觉定性, 不确定性开始向风险性转化。 
与价值观相似, 直觉帮助我们打破僵局; 如果

还能够进一步将直觉变为顿悟的话, 就可以发现解

决问题的关键, 找到做出有效决策的优先理由。 
3.3  应对行为不确定性——用价值观预测选择

偏好 
新行为经济学需要关注决策主体的动机, 从而

对行为的偏好有所把握和预判。了解决策者的价值

观对于行为的预判大有裨益。价值观与价值不同。

对于一个选项的价值判断受到供需关系和预期的

可能性等多种因素影响。然而, 万变不离其宗, 这

个“宗”就是价值观。这里, 价值观指的是决策中孰

重孰轻的排序(比如, 财富、名声、地位、健康等等)。
因为价值观相对稳定, 所以了解一个人或是一个团

体的价值观, 可以帮助我们预测个人或团体的目标

和底线以及行为的偏好和倾向, 从而通过对决策对

象价值观的分析降低所预测的行为的不确定性。在

面临取舍和选择的时候, 决策者需要了解到底什么

对“我、我们、他、她、他们”是最重要的、重要的、

比较重要的、锦上添花的、弃之可惜的、可放弃的、

不重要的和无足轻重的。价值观是取舍的基础, 对

于决策的倾向性有长效的影响。了解决策双方的价

值观可以帮助我们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推断决策

双方的动机和意图。 
价值观决定孰重孰轻, 这里的轻重与金线的价

值的高低之间不是一种线性关系; 这种非线性关系

也就决定了金钱不是万能的。当价值触及底线时, 
对价值观的了解能够帮助人们解决棘手的问题。埃

及与以色列在 1979 年为结束两国战争状态而缔结

的《埃以和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从国家价值

观出发, 对于在 1967 年的六日战争中丢失了领土

(西奈半岛)的埃及来说, 最为重要的是国家领土的

完整。而对于以色列而言, 首要的是要得到对其国

家合法性的承认。一方把收复失去的领土看得高于

承认以色列的国家地位; 另一方把国家合法性看得

高于通过战争获取的领土。于是两国通过漫长的谈

判, 最终以“土地换和平”而达成了和平协议, 取得

了两国之间关系的长期稳定。埃以和谈的成功在于

从价值观的层面上找到了可以互换的不同的维度。

而根据建立在价格(值)分析上的决策理论, 则无法

找到解决之道。人们因为各自的价值观不同, 才有

了双赢的可能。了解各自价值观维度的排序, 才有

可能用各自的“次优”换来“更优”。如果价值观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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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 就不可能做到双赢。两个争名之人, 或两

个夺利之人在一起, 往往争斗不息。然而, 一个把

“财”看得重于“名”的人与一个把“名”看得重于“财”
的人之间则有可能互利。总之, 在价值观层面上的

分析能够帮助人们更有效地整合经济、社会、政治

和文化因素, 找到双赢的基础, 提高决策质量。 
3.4  应对结果不确定性——用决策参照点权重

替代概率  
价值观决定了人们不同的目标和底线, 利用目

标和底线作为决策的参照点可以帮助化解结果不

确定性。当预期结果的分布无法用概率做精确的计

算时, 可以用决策的参照点来界分结果的功能性空

间。三参照点理论(Tri-Reference Point Theory, Wang 
& Johnson, 2012; 王晓田, 王鹏, 2013)以底线、现状

和目标为参照点, 将决策结果空间划分为失败、损

失、获益和成功四个功能区域。根据三个参照点的

心理权重的排序：底线 > 目标 > 现状, 并据此预

测出对于跨越不同参照点的预期结果的选择偏好。

依据参照点决策的基本任务在于, 在使得达到目标

的可能性最大化的同时使底线不保的可能性最小

化。在面对不同的选项时, 通过分析各个预期结果

的分布与三个参照点之间的关系而做出适应性的

决策。环境中某些变量(比如不同的股票一年后的

市值)经常无法用概率精确估算, 但其变化的范围

尚可预测。比如, 决策者可能无法通过概率统计的

方法计算出不同股票的期望值, 但是可以预测出股

票价位的期望范围。在这种结果不确定性的情况下, 
引入决策的任务参照点(具体的底线要求和目标值)
可以在不考虑概率的情况下同样有效地指导选择。

也就是根据底线的权重高于目标的原则, 选择变化

范围不会触及底线的股票; 在不触及底线的前提下, 
选择有可能达到目标的股票。 

如果有两个不确定性的投资选项：A (−100, 
600)和 B (100, 400)。A 方案可能盈利 600 万或亏损

100 万; B 方案可能盈利 100 万或 400 万。选哪个？ 
假如决策者的底线是至少盈利 150 万, 目标是

盈利 500 万。A 选项的低端值−100 和 B 选项的低

端值 100 都未达到底线, 两者之间可视为没有本质

的区别。这时, 就只需比较高端值的 600 和 400; A
方案的高端值 600 可以成功达到目标而 B 方案高端

值 400 仍然低于目标, 于是选择 A 方案。 
如果, 底线 = 0, 目标 = 300, 就可以不管高

端值 400 和 600 之间的不同, 因为两者均已达标。

这时只需比较两个选项在底线上的优劣, 因为 A 方

案可能造成底线不保, 而 B 方案的低端值在底线之

上, 所以选择 B 方案。 
底线不保是诱发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

经济形势看上去一派大好的时候, 企业与消费者都

容易忽视投资和借贷中的底线风险, 因为入不敷出

而产生信贷危机。行为干预可以通过引入决策参照

点对此有所防范。 
3.5  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用时间换时间以降

低延迟折扣 
时间是不确定性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但是统计

和概率在预报未来事件时经常无能为力。事实上, 
每一种创新在其发生之前都无法预测, 如果能够预

测的话, 也就不是创新了。本文上面分析过的结果

不确定性没有包括时间带来的变化。时间带来的未

知中既有在等待过程中所有可能发生的变化, 又有

即时结果与未来结果之间随时间而变化的延迟折

扣率(Frederick, Loewenstein, & O'Donoghue, 2002)。
如果说结果不确定性主要影响人们的风险决策, 未

来不确定性影响的则主要是跨期决策(在少而快的

结果与多而慢的结果之间的选择)和自我控制(比如, 
是否坚持控制饮食) (Ainslie, 2001)。 

人们无法准确预测将来也就无法准确地安排

自己和家人的未来。比如, 如何实施储蓄和养老计

划的问题,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政策制定者、经济

学家、企业的规划者和普通百姓。人们通过工作的

时间换取薪酬, 再把部分薪酬投资于将来养老。对

于现在的一块钱 , 我们知道它能够为我们提供什

么。但是 , 对于这一块钱在将来能为我们做什么 , 
没有人能够准确地把握。如果把它存起来, 我们现

在就无法使用它 , 因此会有机会成本。而在将来 , 
也许它会升值, 也许会贬值, 也许会因为通货膨胀

而变得一文不值。因此, 对于现在的一块钱, 未来

的一块钱就会在我们的评估中贬值, 也就是经济学

中所说的延迟折扣或者叫未来折扣。延迟折扣成为

阻碍养老储蓄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对未来的判断

无法准确, 再加上个体之间在折扣率上的差异, 延

迟折扣率很难有一个公认的值。因为缺乏一个适用

于所有人或仅仅是一个群体的估值, 我们很难找到

一个合适的折扣率来指导投资和储蓄。也就是说, 
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 时间和金钱的兑换变得十分

困难而多变。在这种情况下, 有什么行为经济学的

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因为未来不确定性而带来

的投资和储蓄的困境？ 
如果金钱的未来价值难于判断, 我们可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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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时间换时间。时间银行(time banking)的概念和实

践就是一个颇有前景的化解之道。比如, 通过瑞士

联邦社会保险部开发的一个时间银行的养老项目, 
人们可以把年轻时照顾老人的时间存起来, 等将来

自己老了、病了或需要人照顾时, 再拿出来使用。

每个人服务的时数会存入社会保险系统的个人账

户内。时间银行还可以使社区内自愿参与的人们进

行互助。比如, 我帮你打扫卫生 10 小时, 当我需要

时就可以根据你的技能请你也为我工作 10 个小时。

在中国逐渐步入老龄社会的情况下, 时间银行显然

可以减轻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的负担, 同时把养老防

老的功能从单一家庭扩大到社区互助的层面。时间

银行的这些社会和文化上的功用来源于对未来不

确定性的化解。虽然时间银行仅仅是化解未来不确

定性的一个单一的案例, 但是其背后的机制则可以

应用于更多的决策问题。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不再

用金钱换时间, 而是用时间换时间。这使得决策者

得以规避在跨期决策中延期折扣的复杂推算以及

时间和金钱之间等价交换的困难。 

4  总结 
塞勒和桑斯坦等行为经济学家试图通过非强

制性的心理干预影响和改变决策行为, 从而对降低

冲动性、提高理性消费起到助推作用。然而, 行为

经济学一直以来用以衡量人们决策是否理性的仍

然是概率统计和传统经济学的理性准则。作者对于

“火鸡困境”的分析表明, 在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人们

难于通过概率预测指导判断与决策。流行于经济学

和行为科学研究中的统计思维和理性分析关注的

是结果变量与预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忽视了行

为的功用和起因以及决策双方的动机。行为经济学

的模型需要对风险和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加以

区分。本文对决策过程中信息获取、认知判断、行

为策略选择、风险决策的结果以及跨期决策的未来

效应等重要环节上可能出现的不确定性进行了分

类, 并提出了用行为经济学的方法应对这五类不确

定性的途径。 
应对不确定性的行为助推需要作用到决策的

关键环节上才可能成功。现行的助推模式推崇对行

为的无形干预, 并不强调教育或是对价值观和决策

动机的塑造。简单的行为助推虽然可能无形中改变

了行为, 但无法影响到行为背后的深层机制。行为

的深层机制是通过人类长期的进化而形成的。然而

现代社会中新生的环境变化往往与人类的典型进

化环境大相径庭。依据进化出的直觉在现代环境中

做出的决策往往不符合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

用以衡量决策是否理性的原则, 因为这些理性原则

依据的往往是逻辑的一致性而不是进化的适应性。

新的行为经济学需要通过“为什么”的功能性分析, 
找到心理杠杆的支点。所谓支点往往是决定价值观

的要点, 是进化适应的特征所在。如果助推的作用

点合适, 就能够做到以小拨大而不是以小博大。化

解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种有效的行为助推; 以上所

述的降低不确定性的行为学方法的共性在于“少即

是多” (Less is more), 化繁为简是行为助推的关键

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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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cope with uncertainty:  
Expand the scope of effective nudging 

Xiao Ti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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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in a framework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the idea of nudge promotes the use of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to reduce irrational decisions that may collectively lead to “behavioral market failures” (Thaler & 
Sunstein, 2008; Sunstein, 2014). This approach has been criticized, however, for its lack of transparency in 
behavioral manipulations and for that nudging is not educating. In the current theory of nudging, whether a 
decision is judged as rational is largely based on a small number of neoclassic standards of expected utility 
theories under the assumption that all the expected consequences and their probabilities are available to the 
decision maker.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intends to expand the scope of effective nudging to include decisions under 
uncertainty where the probabilities associated with decision outcomes are unknown. The author explored 
behavioral strategies to reduce different types of uncertainty. From this perspective, reducing uncertainty is seen 
as an important way of behavioral nudging. A key for effective nudges is “less is more”.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the “Bertrand Russel’s Turkey”, the author exemplified how probability-based 
calculations fail in a real world of uncertainty. Next, the author proposed a quintuple classification of uncertainty 
existing in the following stages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decision making, including uncertainty in the 
information source, information acquisition, cognitive evaluation, choice selection, and immediate and future 
outcomes. The author further examined behavioral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that help reduce each type of 
uncertainty: Reduce information uncertainty using simple heuristics and one-reason decision making, reduce 
cognitive uncertainty using intuition, reduce behavioral uncertainty by understanding values of decision makers, 
reduce outcome uncertainty by replacing probability estimates with prioritized decision reference points, and 
reduce future uncertainty using time-to-time exchanges to decrease delay discounting.  

Many decision biases can be better understood in terms of the inconsistency between the modern market 
environment and the typical human evolutionary environment where behavioral adaptations evolved. 
Understanding functional reasons underlying decision biases will help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uman decision 
making. A new behavioral economics should ask questions of why in functional analysis to find psychological 
leverages for behavioral nudging. 
Key words  behavioral economics;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uncertainty; the Turkey’s dilemma;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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